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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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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

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

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

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

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

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

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

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

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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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自身发展作出的重大判断。在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
调整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明显抬头，逆全球化态势显著上升，大国
间的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新焦点[1-3]。科技全球化和网络化改变了以往国家和企业的创
新模式，全球科技格局呈现由“西强东弱”向“东升西降”的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和
亚洲国家成为重要一极[4-9]，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引致的关于全球科技中心转移以及美国是
否失去科技竞争优势的讨论在近年持续发酵[10-12]。2018年以来，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
大调整为背景，以贸易摩擦为表象，以科技竞争为实质的中美关系愈发紧张。中国科技
是否真的崛起、中国能否抗住美国的压力、中国科技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有多大等一系列
问题首次直面大众，备受关注[1-2, 13]。

高科技产品贸易属于国际贸易的范畴。纵观当前相关研究，集中于以下 3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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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贸易网络与世界经济体系研究。因鲜明的节点性、方向性以及加权性，全球贸易
网络结构的拓扑特征（小世界性、无标度性、社团结构等）以及空间特征（非均衡性、

“核心—边缘”、等级层次性等）被不断揭示[14-16]。与此同时，全球贸易的网络结构也逐渐
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并被用于研究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等级层次特
征，如沃勒斯坦的三层次世界体系理论和Nemeth等的四层次世界体系理论[17-19]。然而，
无论是何种层次的全球贸易体系，皆目睹了1978—2018年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普遍
增长，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强东弱”的世界经济体系正经历着

“东升西降”的重大调整[20-22]；② 区域贸易网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区域贸易网络的
研究一方面源于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社团结构愈发明显，另一方面也源于区域贸易协定下
区域贸易集团的不断出现[23-25]。截至2018年5月1日，已有673个区域贸易协定向世界贸
易组织通报，其中约有287个已生效。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以“一带一
路”沿线为区域探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商品结构、空间结构以及其与
全球贸易网络的关系成为时下热点[26-31]；③ 国际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与溢出效应。
综合现有的研究发现，经济规模、交易成本（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差异等）、开放
程度、基础设施、政治稳定、创新水平等因素被广泛证明对国际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32-39]。
另外，诸多研究也发现，国际贸易的溢出效应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产业结
构调整与升级、技术扩散、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积极效应，也体现在能源消耗转移、碳
排放转移、污染物转移、收入不平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方面的消极效应[40-42]。

综述之，当前关于国际贸易网络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研究尺度从全球到区域，从
多边到双边；研究内容从网络结构特征的揭示到世界经济体系的识别，从网络演化影响
因素分析到网络溢出效应揭示；研究对象从整体贸易网络到单一种类商品或服务；研究
方法普遍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主，辅以各具特色的经济学计量模型。然而，在讨论全球高
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时，现有的研究集中于从单一产品类别（手机、汽车、医疗设备、精
密仪器等） [43-44]、单一行业类别（电子行业、航空产业、光伏产业等）或单一技术咨询服
务（知识产权贸易、专利许可等） [3, 26]等视角，缺乏系统的、综合的、基于产品分类的全
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研究，导致这一研究不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高科技产品分类
体系的模糊和不统一。基于此，本文采用Hatzichronouglou关于高科技产品类别识别的研
究工作[45]，详细探讨了2000—2017年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产品类型变迁和网络结
构演化态势，并挖掘了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2 数据与方法

2.1 基于贸易类别的高科技产品识别及数据获取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定义，高科技产品是具有高研发强度的产品。1997 年 Hatzichronouglou 在其
OECD 科学、技术和产业工作论文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中首次提出了基于产品类别的高科技产品分类方法，该方法基于德国、意大
利、日本、荷兰、瑞典和美国的出口产品，通过计算产品的研发强度来划分产品的科技
类别（高科技、中高科技、中低科技和低科技 4 个类别）。随后该方法被应用于整个
OECD组织的产品科技含量分类中，以及OECD和联合国统计各国（地区）的高科技产
品出口额和产品结构中。表1就是Hatzichronouglou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
次修订版（Rev.3）提出的9种高科技产品分类，分别为航空航天产品，计算机—办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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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电子通讯产品、药品、科学仪器产品、电子机械产品、化学产品、非电子机械产品
和武器产品。本文的高科技产品分类也是依此论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Database），数据时间段为 2000—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为减少转口贸
易对全球高科技贸易格局的影响，本文中涉及的国家（地区）高科技产品进出口数据，
皆不包括此国（地区）的复进口（Re-import）和复出口（Re-export）数据。
2.2 高科技贸易出口优势产品和进口依赖产品识别

区位熵是经济地理学或区域经济学一个常见的计量模型，被用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
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
和作用。本文引用区位熵模型来识别不同国家（地区）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的比较优
势，具体如下：

Qi( )j =
Import

j

i

Importi

Import
j

∑
j = 1

j = 9

Import
j

; Qi( )g =
Export

g

i

Exporti

Export
g

∑
g = 1

g = 9

Export
g

（1）

式中： Qi( )j 为国家（地区） i高科技产品进口中 j产品的区位熵； Qi( )g 为国家（地区） i

高科技产品出口中 g产品的区位熵； Import
j

i 为国家（地区） i的 j产品进口额； Export
g

i

为国家（地区） i的g产品出口额； Importi 和 Exporti 分别为国家（地区） i的高科技产品

进口额和出口额； Import
j
和 Emport

g
分别为全球 j产品的进口额和g产品的出口额。

根据公式（1）可以得到每个国家（地区）在不同年份高科技产品进口中的每类产品
的区位熵，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的每类产品区位熵。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地
区）在某类产品出口上的区位熵值大于 1，一方面反映了此类产品在这个国家（地区）
出口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国家（地区）在此类产品国际贸易上
也具有比较优势（虽然一国的最大出口产品也容易受到他国的进口管制影响，但在国际
贸易领域，尤其是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出口国往往比进口国具有更大的优势[3-4]）；如果一
国（地区）在某类产品进口上的区位熵值大于 1，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国家（地区）的进
口产品结构较为依赖此类产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国家（地区）在此类产品国际贸
易上受他国出口管制影响较大。因此，为突显一国（地区）在国际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的

表1 基于贸易类别的高科技产品识别
Tab. 1 Identification of high-tech products based on trade categories

高科技产品种类

航空航天(Aerospace)

计算机—办公设备(Computers-office Machines)

电子通讯(Electronics-Telecommunications)

药品(Pharmacy)

科学仪器(Scientific Instruments)

电子机械(Electrical Machinery)

化学(Chemistry)

非电子机械(Non-electrical Machinery)

武器(Armament)

产品贸易类别(SITC Rev. 3)

7921；7922；7923；7924；7925；79291；79293；714-71489-
71499；87411

75113；75131；75132；75134；752-7529；75997

76381； 76383； 764- 76493- 76499； 7722； 77261； 77318；
77625；77627；7763；7764；7768；89879

5413；5415；5416；5421；5422

774； 8711； 8713； 8714； 8719； 87211； 874- 87411- 8742；
88111；88121；88411；88419；89961；89963；89966；89967

77862；77863；77864；77865；7787；77884

52222；52223；52229；52269；525；531；57433；591

71489； 71499； 71871； 71877； 71878； 72847； 7311；
73131； 73135； 73142； 73144； 73151； 73153； 73161；
73163；73165；73312；73314；73316；7359；73733；73735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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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比较优势和进口中的最大比较依赖，本文将一国（地区）出口中区位熵最大值对应

的产品称之为这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最大比较优势产品（下文简称出口优势产品），将

进口中区位熵最大值对应的产品称之为这个国家（地区）的进口最大比较依赖产品（下

文简称进口依赖产品）。

3 全球高科技贸易的产品结构演化

3.1 整体贸易的产品结构

2000年以来，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迅猛发展，贸易额由2000年的26997.5亿美元增

长至2017年的49573.7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3.6%。9类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也皆呈现出快

速增长的态势，其中药品和武器产品的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7%，科学仪器产品、航空航

天产品和化学产品的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5%。从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产品结构（图1a）

上看，电子通讯产品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贸易额占比始终维持在40%左右，在2015—

2016年甚至接近50%，但在2017年下降幅度较大，降至38.3%。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

和科学仪器产品是另外两种主要的高科技贸易产品，这两类产品的贸易额分别由2000年

的 7274.5亿美元和 2498.4亿美元增长至 2017年的 10360.1亿美元和 7300.2亿美元。但从

时序上看，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贸易额占比呈现出整体下降态势，由2000年的27.0%

降至 2017 年的 21%，而科学仪器产品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9.3%升至 2017 年的 14.7%。

2017年航空航天产品贸易额占比也超

过10%，达到11.1%。

对全球电子通讯产品贸易结构进

行解剖发现（图1b），全球电子通讯产

品贸易结构已由以集成电路为主转换

为以电信设备为主。2000—2017 年全

球集成电路产品贸易额虽由 2000年的

4826.8 亿美元逐年增长至 2016 年的

11382.8亿美元，但2017年经历了断崖

式的下跌，仅有 2764.5 亿美元，其占

电子通讯产品的比例更是由 2000年的

40.3%降至 2017 年的 14.5%。相比较，

电信设备产品贸易额却呈现稳步增长

态势，由 2000年的 4451.1亿美元增长

至2017年的10709.1亿美元，其占比更

是由 37.2%增长至 56.3%。半导体产品

是电子通讯产品贸易的第三大产品，

其贸易额由2000年的587.8亿美元增长

至 2017年的 1855.0亿美元，占比也由

4.9%增长至 9.8%。而声音设备、光纤

电缆、微波管、显像管和录制设备产

品的贸易额始终较低，占比也始终低

于1%。

图1 2000—2017年全球高科技产品及电子通讯产品

贸易结构变迁
Fig. 1 Changes in the global trade structure of high-tech products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2000-2017

2762



12期 段德忠 等：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3.2 产品出口结构
从出口额上来看，电子通讯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主要的出口产品。2000—

2017年，持续超过20个国家（地区）的电子通讯产品出口额占其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
比例超过50%，在2010年甚至有42个国家的电子通讯产品出口占比超过50%。中国的电
子通讯产品出口额在 2005年超过美国后，持续位居世界第一，2017年达到 2563.9亿美
元，占全球电子通讯产品出口总额的 28.4%，占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 46.6%。另
外，以科学仪器、航空航天或化学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地区）也基本维持在10
个左右。其中，中国在2012年超过美国后，持续成为全球最大的科学仪器产品出口国，
其出口额由2000年的340.0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528.3美元；化学产品出口最大国在研
究期内经历了几次更迭，由德国更迭至
美国，再至中国，中国化学产品出口额
在 2011 年再次赶超美国后持续位居全
球第一；法国航空航天产品出口额在
2004 年超越美国后也持续位居世界第
一。除此之外，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武器
产品和非电子机械产品出口国，中国的
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和电子机械产品
分别在 2003 年超越美国和 2008 年超越
日本后，持续位居全球第一（图2）。

然而，基于区位熵识别的全球各国
（地区）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优势产品发
现，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额比例40%
左右的电子通讯产品仅是 15 个左右国
家 （地区） 出口的优势产品，中国香
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典型的以电子
通讯产品为出口优势的国家 （地区）。
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额20%和15%左
右的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和科学仪器
产品也仅是 15个和 10个左右国家（地
区）的出口优势产品，中国除 2000 年
以化学产品为出口优势产品外，其余年
份皆以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为出口优
势产品，韩国是典型的以科学仪器产品
为出口优势产品的国家。有趣的是占全
球高科技产品出口额比例仅有 3%的化
学产品却成为 40 个左右国家 （地区）
的出口优势产品，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
口额比例持续在 1%以下的武器产品也
成为 20 个以上国家（地区）的出口优
势产品。分析发现，以化学产品为出口
优势产品的国家（地区）大多为发展中
国家（地区），且集中分布在中亚、西

图2 2000年、2010年和2017年10个国家(地区)

高科技产品出口结构
Fig. 2 Export structure of high-tech products from 10 countries

(regions) in 2000, 2010 an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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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洲和南美地区，埃及、印度、南非是典型的以化学产品为出口优势产品的国家
（地区）；以武器产品为出口优势产品的国家（地区）多为发达国家，集中分布在北美和
欧洲地区，美国、以色列、土耳其、挪威是典型的以武器产品为出口优势产品的国家。
另外，日本的出口优势体现在电子机械产品领域，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的出口优势体现
在航空航天产品领域，瑞典的出口优势体现在非电子机械产品，比利时、丹麦、爱尔兰
的出口优势皆体现在药品产品。
3.3 产品进口结构

从进口额上来看，除电子通讯产品在2000—2017年成为20个以上国家（地区）的主
要进口产品外（在2015年甚至有41个国家的电子通讯产品进口占比超过50%），以其他
产品为主要进口高科技产品的国家（地区）数量皆较少，其中以电子机械和非电子机械
产品为主要进口产品的国家（地区）数
量为在研究期间始终为 0；以化学和科
学仪器产品为主要进口产品的国家（地
区）数量在2017年也为0；航空航天产
品和药品产品进口额占比超过50%的国
家数量在2017年皆仅有2个，分别为爱
尔兰、塞舌尔和黎巴嫩、苏丹，其中黎
巴嫩药品进口额在 2017 年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药品最大进口国；武器产品进口
额占比超过50%的国家在2017年仅有1
个，为中非共和国。在电子通讯产品进
口额上，中国的电子通讯产品进口额在
2004 年超过美国后，至 2016 年持续位
居世界第一，2017 年美国超越中国，
位居第一。除此之外，美国还是全球最
大的武器产品、化学产品、计算机—办
公设备产品、航空航天产品和非电子机
械产品的进口国。中国的电子机械产品
进口额和科学仪器产品进口额分别在
2006 年和 2004 年超越美国后，持续位
居全球第一（图3）。

同样，基于区位熵识别的全球各国
（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发现，占全球
高科技产品进口额达50%的电子通讯产
品仅是 10 个左右国家（地区）的进口
依赖产品，中国香港、新加坡、菲律宾
等国家（地区）的高科技产品进口较为
依赖电子通讯产品。占全球高科技产品
进口额近20%的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
和近15%的科学仪器产品也仅是3个左
右和5个左右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
产品，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除 2000 年

图3 2000年、2010年和2017年10个国家(地区)

高科技产品进口结构
Fig. 3 Import structure of high-tech products from

10 countries (regions) in 2000, 2010 an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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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依赖非电子机械产品外，其余年份皆较为依赖科学仪器产品，荷兰的高科技产品进
口较为依赖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与产品出口结构一样，占全球高科技产品进口额比
例仅有3%的化学产品却成为超过50个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占全球高科技产
品进口额比例持续在 1%以下的武器产品也成为超过 30 个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
品。其中，以化学产品为进口依赖产品的国家（地区）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
南亚、中非、南非、中美和南美地区，如印度、巴西、智利、危地马拉等；以武器产品
为进口依赖产品的国家（地区）除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外，还有少数发达国家，主要分布
在欧洲、大洋洲、中美、北美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另外，韩国、泰国
的高科技产品进口较为依赖电子机械产品，法国、英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地区）的
高科技产品进口较为依赖航空航天产品，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地区）的高科技产品进
口较为依赖药品产品。

4 全球高科技贸易的网络结构演化

以国家（地区）为顶点，以国家（地区）间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关系为弧，构建加权
有向的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建构，使得可以借助系列
复杂网络统计特征量（度中心性、加权度中心性、加权邻近度中心性和加权介数中心
性）来研究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的网络结构特征[3,21]。
4.1 拓扑结构

2000—2017年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呈现出持续增长扩张的态势，网络中节点数
和边数分别由2000年的228个和11311条增长至2017年的233个和13841条（其中，2015
年网络中的边数达到 14634条），网络密度由 2000年的 0.219增长至 2017年的 0.256 （其
中，2015年的网络密度为0.271），网络直径也由2000年的4下降至2017年的3，表明全
球高科技贸易网络愈发稠密，但在持续生长的过程中发育出强劲的两极分化和“小世
界”特征：

（1）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低度节点占据主导，两极分化严重。在全球高科技
产品贸易网络中，2000—2017年度中心性值高于平均数的国家（地区）数量占比虽由
2000年的 35.5%增长至 2017年的 39.9%，但大部分国家（地区）的度中心性值皆较低，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两极分化严重。18年间加权度中心性和加权邻近中心性这4个
指标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皆较高，尤其是加权度中心性的基尼系数在5个年份皆高于
0.9，加权邻近中心性的基尼系数也普遍在0.85左右。

（2）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流量集中，网络结构脆弱。一方面，18年间虽然融入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国家（地区）数量持续增长，但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家（地
区）数量在持续减少，由 2000年的 165个减少至 2017年的 139个，出口额前 10的国家
（地区）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比例由2000年的71.2%增长至2017年的74.2%，而仅通
过产品进口融入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国家（地区）数量却由2000年的63个增长至
2017年的94个。另一方面，2000—2017年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加权介数中心性值为
0 的国家（地区）数量由第 2000 年的 65 份增长至 2017 年的 94 个，绝大多数国家（地
区）的加权介数中心性值小于平均值，突出反映出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流多集中于少数
几个Hub节点和关键性路径上，网络结构失衡，比较脆弱。

（3）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联系紧密，小世界特征显著。2000—2017年虽然全球
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中心历经多次更迭，但以加权邻近中心性测度的全球高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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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网络关系并未呈现出动荡发育态势，其紧密的贸易关系持续保持。2000—2017年全
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加权邻近中心性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皆较小，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两个指标皆呈现出增长态势，也预示着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正朝着两极分
化的方向发展。另外，与同等规模随机网络相比，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集聚系数较
大，平均路径长度较小，“小世界”特征表现强劲。

（4）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等级层次结构显著，“核心—边缘”体系稳定发育。依
据国家（地区）加权度中心性大小，利用Pajek软件中的层次聚类算法对全球高科技产品
贸易网络的等级层次性进行识别发现，2000—2017年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在由美国
为核心的“单核心”圈层结构发展为以中国、美国和中国香港为核心的“多核心”圈层
结构的过程中，核心、强半边缘、半边缘和边缘的四层次体系持续维持。2000年美国以
5279.981亿美元的贸易额成为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远超其他国家（地
区）。除此之外，美国不仅是42个国家（地区）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地，还是74
个国家（地区）高科技产品进口的最大来源地。2010年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形成了
以中国、中国香港为核心的“双核心”圈层结构，美国由核心圈层降至强半边缘圈层，
这一方面因为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额已全面超越美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将中国作为
高科技产品进口最大来源地的国家（地区）数量也超越美国，达到55个，但将美国作为
高科技产品出口最大市场地的国家（地区）数量依然最多，为32个。2017年美国重新回
到核心圈层，与中国、中国香港共同占据网络的核心。一方面是因为全球仅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国家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全球高科技产
品贸易体系中的作用相较于2010年有所强化，将美国作为高科技产品进口最大来源地的
国家（地区）数量达到了44个。当然，这一年将中国作为高科技进口来源最大地的国家
（地区）数量也增长至72个。将美国作为高科技产品出口最大市场地的国家（地区）数
量依然最多，为38个。
4.2 空间结构

2000—2017 年全球高科技贸易体系演化在空间上突出表现为以东亚为代表得“东
方”崛起和以西欧、北美为代表得“西方”衰落。但在这“东升西降”的变局中，依然
存在因产品类型差异而表现出的“不变”特征，具体来看：

（1）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
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2000—2017年北美和东亚地区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额分别由
6428.444亿美元和4859.473亿美元增长至8149.918亿美元和15122.610亿美元，但北美高
科技产品贸易占比由2000年的26.3%降至2017年的17.7%，而东亚高科技产品贸易占比
由2000年的19.9%上升至2017年的32.9%。与此同时，美国高科技产品贸易占全球的比
例由2000年的20.4%下降至2017年的9.1%，而中国却由2000年的4.0%增长至2017年的
17.7%。18年间美国高科技产品贸易由顺差发展为逆差，而中国高科技产品贸易则由逆
差发展为顺差。在进口方面，美国在大部分时间皆占据全球高科技产品第一大进口国的
位置，其高科技产品进口额由2000年的2701.265亿美元快速增长至2017年的4350.069亿
美元；在出口方面，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在2004年超越美国后，持续位居全球高科技
产品第一大出口国位置，且逐渐拉开与美国的差距。2017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达到
5500.483亿美元，高出美国3395.022亿美元。

（2）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
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① 如圈层结构揭示的一样，美国在全球高科技产品贸
易网络中的地位在下降，中国的地位在上升。18年间在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联系对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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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有美国参与的从2000年的15对（前10强中更是有9对）降至2017年的7对，而有
中国参与的则由2000年的3对增长至2017年的13对（前10强中有6对）。② 随着中国高
科技产品出口能力的增强，东亚地区与欧洲地区的高科技产品贸易联系也逐渐增强。
2000年，在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联系对前20强中，没有1对发生在东亚与欧洲之间，而
2017年已有2对，分别为中国出口至荷兰（321.819亿美元）和中国出口至德国（209.958
亿美元）；③ 在跨洲“拱形”格局下，区域内部短距离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非常活跃，如
北美洲内部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欧洲内部的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之间，
东亚及东南亚内部的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之间；④ 全球高
科技产品贸易多发生于发达国家（地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欠发达国家
（地区）位于边缘地带。根据世界银行关于国家（地区）收入水平的分类（高收入、低收
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本文发现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高度集中于高收入国家（地
区）间。2000年和2017年，高收入国家（地区）间的高科技产品贸易份额分别占到全球
的66.95%和40.94%，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地区）间、低收入水平国家（地区）间的高
科技产品贸易份额始终低于1%（表2）。

（3）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集中于东亚和北美地区，进口逐渐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一带一路”沿线在中国高科技产品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提升显著。2000—2017年中
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集中于以中国香港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
2017年中国出口至这两个国家（地区）的份额分别为22.75%和22.39%。从他国（地区）
进口来看，18年来，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品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将中国作为高
科技产品进口最大来源地的国家（地区）数量增长迅速，由2000年的1个增长至2017年

表2 2000年、2010年和2017年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联系对前20强(亿美元)
Tab. 2 Top 20 country-pairs on high-tech exports in 2000, 2010 and 2017

位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00年

出口对

日本→美国

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美国

加拿大→美国

美国→日本

美国→墨西哥

中国香港→中国

新加坡→美国

美国→英国

韩国→美国

马来西亚→美国

美国→韩国

美国→德国

德国→法国

德国→美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新加坡

中国→美国

法国→美国

中国→中国香港

出口额

418.382

350.424

316.236

302.776

245.921

223.485

211.236

191.068

190.029

181.302

140.067

139.441

138.656

138.589

127.409

124.978

112.685

110.610

109.629

109.283

2010年

出口对

中国香港→中国

中国→中国香港

中国→美国

墨西哥→美国

韩国→中国

美国→墨西哥

日本→中国

中国→日本

新加坡→中国香港

中国→荷兰

美国→加拿大

中国→德国

法国→德国

中国→韩国

德国→法国

加拿大→美国

新加坡→中国

韩国→美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

日本→美国

出口额

1142.401

1092.109

834.590

374.187

297.867

278.747

242.756

241.613

241.591

236.449

222.881

221.162

220.161

214.139

212.955

168.001

155.106

152.933

150.833

134.076

2017年

出口对

中国→美国

中国→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中国

墨西哥→美国

韩国→中国

美国→墨西哥

中国→日本

中国→荷兰

新加坡→中国香港

美国→加拿大

中国→韩国

日本→中国

德国→美国

新加坡→中国

中国→德国

加拿大→美国

德国→中国

德国→法国

日本→美国

中国→印度

出口额

1294.611

1274.096

700.780

607.773

363.661

354.793

333.898

321.819

315.676

274.947

266.247

265.397

236.684

214.837

209.958

207.916

196.985

189.080

169.018

16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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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2个，这些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西亚、东非、西非和大洋洲地区，且大

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①。2000—2017年将中国作为其高科技产品进口来源

最大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数量由2000年的1个增长至2017年的62个，中
国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的高科技产品总额由2000年的199.820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
的 2899.774亿美元，占中国高科技产品总出口的比例由 2000年的 42.03%增长至 2017年
的 50.96%。2000—2017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逐渐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香
港、韩国和日本成为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地区），中国从这3个国家（地
区）进口的份额分别为 28.81%、14.95%和 10.91%。从他国（地区）出口来看，18年来
虽然将中国作为高科技产品出口最大市场地的国家（地区）数量由2个增长至7个，但中
国因强大的高科技产品生产能力使得其在全球高科技产品销售网络中的地位始终较低。

（4）美国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皆占据核心地位，而中国的优势集中于产品
出口，且集中于少数几种产品。2017年，在9种高科技产品贸易上，将美国作为出口最
大市场地的国家（地区）数量皆最多，在航空航天产品、武器产品、化学产品、计算机
—办公设备产品、电子机械产品、电子通讯产品、非电子机械产品、药品产品和科学仪
器产品贸易上，美国分别是42个、29个、17个、48个、21个、39个、26个、13个和34
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最大市场地。而在武器产品、非电子机械产品和科学仪器产品
上，将美国作为进口最大来源地的国家（地区）数量也最多，分别达到72个、39个和58
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贸易优势集中于出口，且集中于化学产品、计算机—办公设备产
品、电子机械产品和电子通讯产品上，在这4类产品上将中国作为进口来源最大地的国
家（地区）数量在 2017年分别为 71个、66个、97个和 89个。另外，在航空航天产品、
非电子机械产品、药品产品和科学仪器产品贸易上，德国也颇具优势，如在非电子机械
产品贸易上，德国既是38个国家（地区）的进口最大来源地，也19个国家（地区）的出
口最大市场地；在科学仪器产品贸易上，德国既是 48个国家（地区）的进口最大来源
地，也是18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最大市场地。在药品产品贸易上，比利时是51个国家
（地区）的进口最大来源地。

5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国际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上文在引言部分已经总结，如贸易规模、经济
规模、距离成本（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保障、政治稳定程度、
技术创新水平等因素被广泛证明对国际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

（1）贸易规模。国际贸易网络演化存在“富人俱乐部”的现象已被广泛证实，即两
个高贸易额的国家（地区）更趋向于进行贸易交流。本文的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同样存
在此种现象，如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前 10 的国家 （地区） 占全球比例在 2017 年达到
74.2%。因此，在研究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时，引入贸易规模这一因
素，即采用国家（地区）的高科技产品贸易总额这一实体测度指标。

（2）经济规模。国际贸易集中在发达国家（地区）间，本文涉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
易也同样存在此种现象，即高科技产品贸易高度集中于高收入国家（地区）间。因此，
在研究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时，引入经济规模这一因素，一方面采

① 本文的“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不仅包括初始的“一带一路”区域67国和地区（64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还包括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文件的136个国家（截至2019年8月底），去除两份国家（地区）名单中的重复，以及

排除中国大陆这个研究对象，最后得到“一带一路”沿线141个国家（地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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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家（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现价美元计算）这一实体测度指标，另一方
面也构建国家（地区）间经济邻近性的虚拟指标（Eco_Prox），即如果两个国家（地区）
同属于一类世界银行划分的收入层次，则为1，反之为0，国家（地区）的GDP和收入类
型数据皆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距离成本。现有研究普遍发现国际贸易遵循距离衰减定律，表现出显著的地理
邻近性，本文关于高科技产品贸易的研究也同样发现此种现象，如2017年北美、北欧、
大洋洲、东非、东欧、东亚、中欧、西非这8个区域的高科技产品销售的最大市场地皆
为其自身。研究也发现，文化相近的国家（地区）间贸易更为频繁，如相同的语言能够
使得贸易沟通更加便捷。因此，在研究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时，同
样引入距离成本这一因素，一方面具体采用国家（地区）间的平均直线地理距离（按经
纬度计算直线地理距离）这一实体测度指标，另一方面也构建国家（地区）间距离邻近
性的虚拟指标 （Lo_Prox1、Lo_Prox2 和 Clu_Prox）。其中，Lo_Prox1 代表两个国家 （地
区）是否同位于一个大洲（是为1，反之为0），Loc_Prox2代表两个国家（地区）是否同
位于一个区域（是为 1，反之为 0），Clu_Prox代表两个国家（地区）的官方语言是否相
同（是为1，反之为0）。

（4）开放程度。开放程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地区）开放程度越
高，国家（地区）贸易额越高[40]，这一指标通常使用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外来人口占
比、签证自由率等数据表征。其中，外来人口占比被用来衡量国家（地区）的文化包容
程度，从而体现国家（地区）的开放程度[9]。因此，在研究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
的影响因素时，本文使用国际移民人数 （International Migrant） 这一指标来表征国家
（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5）政治稳定程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政治稳定程度对国家（地区）贸易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国家政治体制、执政党是否频繁更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
国家关税制度、贸易政策是否出现变更，或来自他国（地区）贸易政策变更的影响。现
有的相关研究已普遍证明政局动荡、贸易壁垒能显著影响一国的贸易情况。基于此，本
文同样想验证政治稳定程度是否影响全球高科技贸易网络演化，相关指标来源于世界银
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指数（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
Terrorism）。

（6）基础设施保障程度。强大的基础设施保障，如发达的交通运输设施、高普及的
互联网使用率等能够有效的节省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家（地区）的国际贸易。而在高
科技产品贸易方面，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和快速的信息传输速度将显得尤为重要[46]。未
验证此种影响机制，本文引入互联网普及率（Individuals Using the Internet）这一指标来
表征基础设施的保障程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7）技术创新水平。一方面，高科技产品贸易依托于国家（地区）高科技产品制造
体系，其产品类别的完整度也取决于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完善度，因而国家（地
区）的技术创新水平理应对其高科技产品贸易产生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理论普
遍认为技术差距是国家（间）进行高科技贸易的动力机制，但也有一些研究基于微观的
企业出口数据认为技术差距对贸易也具有抑制作用[47]。因而，为验证此种技术差距对高
科技产品贸易的作用，本文引入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专利申
请量这一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基于2000—2017年国家（地区）间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面板数据，由于每个国家的
国情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得遗漏变量，且根据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故采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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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模型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模型如下：
H_Tech_Trat

i→ j = α + β1H_Trat
i + β2 H_Trat

j + β3GDPt
i + β4GDPt

j + β5Eco_Proxt
i↔ j +

β6 Dist
i↔ j + β7 Lco_Prox1t

i↔ j + β8 Lco_Prox2t
i↔ j + β9Clu_Proxt

i↔ j +

β10 P_MIGt
i + β11P_MIGt

j + β12 P_Stabt
i + β13P_Stabt

j + β14 Net t
i +

β15 Net t
j + β16 Pct t

i + β17 Pct t
j + εt

i

（2）

式中：α为常数项； εt
i 为随机误差项； H_Tech_Trat

i→ j 为国家（地区） i在 t时间出口至国

家（地区） j高科技产品额，也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H_Trat
i 和 H_Trat

j 分别为国家（地

区） i和国家（地区） j在 t时间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额； GDPt
i 和 GDPt

j 别为国家（地区） i

和国家（地区） j在 t时间的GDP； Dist
i 为国家（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的直线地理距

离； Lco_Prox1t
i↔ j 描述的是国家 （地区） i 和国家 （地区） j 是否同位于一个大洲；

Lco_Prox2t
i↔ j 描述的是国家 （地区） i 和国家 （地区） j 是否同位于一个区域；

Clu_Proxt
i↔ j 描述的是国家（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的官方语言是否相同； P_MIGt

i 和

P_MIGt
j 分别为国家（地区） i 和国家（地区） j 在 t 时间的国外人口数量； P_Stabt

i 和

P_Stabt
j 分别为国家（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在 t时间的政治稳定指数； Net t

i 和 Net t
j 分

别为国家（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在 t时间的互联网普及率； Pct t
i 和 Pct t

j 分别为国家

（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在 t时间的PCT专利申请量。利用Stata 15.0软件，对模型中各
参数进行估计，同时采用方差膨胀系数模型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 17个自变量中
VIF最大值为6.58，且模型VIF平均值仅为2.57，因此模型设定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表 3）可以看出，诸多因素正如理论预期的一样对全球高科技产品
贸易网络演化起到显著的作用。

表3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演化影响因素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Tab. 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lobal high-tech trade system: estimation results of panel fixed effect model

变量

Lco_Prox1t
i↔ j

Lco_Prox2t
i↔ j

Ave_Dist
i↔ j

Eco_Proxt
i↔ j

Clu_Proxt
i↔ j

H_Trat
i

H_Trat
j

P_Stabt
i

P_Stabt
j

GDPt
i

GDPt
j

P_MIGt
i

P_MIGt
j

Net t
i

Net t
j

Pct t
i

Pct t
j

系数

-0.065***

1.300***

-1.110***

0.254***

1.041***

1.060***

0.572***

0.086

0.143**

0.183**

0.191

0.008

0.121**

0.080

0.116***

0.042

-0.033**

标准误差

0.009

0.029

0.007

0.017

0.093

0.056

0.083

0.111

0.031

0.054

0.101

0.039

0.029

0.060

0.013

0.024

0.006

t

-6.91

44.34

-153.40

14.92

11.23

18.87

6.92

0.77

4.55

3.39

1.89

0.22

4.21

1.34

9.20

1.70

-5.08

P > |t|

0.006

0.000

0.000

0.001

0.002

0.000

0.006

0.495

0.020

0.043

0.155

0.842

0.024

0.271

0.003

0.187

0.015

注：**、***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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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产品贸易愈发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使得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
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近年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逆
全球化”趋势呼声高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美国已经推出了1373项贸易保护政
策，包括26种类别，成为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国家[48]。另外，区域贸易协定也在呈
指数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在积极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网络的同时，在区际贸易
网络中设置更多的“障碍”。实际上，不仅在高科技产品贸易领域，在其他产品贸易，甚
至国际间的科研合作、技术合作中，距离都起到明显的负向“阻碍”作用。

出口国、进口国的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
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高科技产品贸易具有显著的“强—强”
联合特征，高贸易额国家（地区）倾向于出口至同样有高贸易额的国家（地区），也倾向
于从这些国家（地区）进口。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官方语言相同的国家（地区）间的高
科技产品贸易越频繁。

有趣的是在经济规模、政治稳定性、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保障这 4对因素上，
虽然皆呈现出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正向作用，但对出口国（地区）和进口
国（地区）产生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其中，政治稳定性、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保
障这3个因素仅在进口国（地区）这一侧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国家（地区）在进口高
科技产品时，这3个因素对其的影响较为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在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
络中，进口国（地区）数量要大于出口国（地区）数量，且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地
区）。而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有力的基础设施保障的国家（地
区），通常能够受到出口国（地区）的青睐，从而获得高额的高科技产品进口；而经济规
模这个影响因素仅在出口国（地区）这一侧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高GDP国家（地
区）通常是高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地区）和高高科技产品进口国（地区），但也不绝对，
低GDP国家（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时也会进口大量的高科技产品。

另外，在技术创新水平这个因素上，本文一方面同样观察到其对出口国（地区）与
进口国（地区）存在相异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也同样观察其仅在进口国（地区）这一
侧通过显著性检验。出口国（地区）的PCT专利申请量对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起到正向
作用（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进口国（地区）的PCT专利申请量对其高科技产品进口
却起到负向作用，这一点与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差距论”较为符合，即高技术创新能力
国家（地区）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能力较强，而低技术创新能力国家（地区）的高科技产
品的需求较大，技术差距是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动力机制之一。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的空间非均衡发展源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双重作用下的

全球生产网络在全球尺度上的不断分化与在区域尺度上的高度集聚。全球科技格局的变
迁已经引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加速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快速崛起
已经引起西方国家集体焦虑，美国更是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近年来，国际贸易的多
边主义与单边主义斗争激烈，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明显抬头，中国
的科技发展与高科技产品贸易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但科技创新活动的国际化、开放
式、网络型的特征又使得国际科技合作、国际科技贸易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因而，中
国的科技发展和高科技产品贸易挑战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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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的演变态势，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
品贸易数据库中的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空间结构3个方面探
讨了全球高科技贸易体系的空间演化格局，并详细解构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格局，
研究发现：

（1）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
2000—2017年电子通讯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高科技产品贸易的主要产品类别，其
贸易额占比始终维持在40%左右，中国已持续多年是全球最大的电子通讯产品进口国和
出口国。但基于区位熵模型发现，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
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其中美国出口优势产品和进口依赖产品皆为武器产品。当前，
中国的计算机—办公设备产品出口优势较大，而进口较为依赖科学仪器产品。

（2）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
世界”网络。但贸易流愈发集中于少数几个节点和关键性路径上，两极分化显著，并发
育出“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2000—2017年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在由美
国为核心的“单核心”圈层结构发展为以中国、美国和中国香港为核心的“多核心”圈
层结构的过程中，核心、强半边缘、半边缘和边缘的四层次体系持续维持。

（3）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
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
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
中占据核心地位。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集中于以中国香港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和以美国为
代表的北美地区，进口逐渐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在中国高科技产
品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提升显著。

（4）影响因素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呈现出一定的“强—强”联合特征，并遵循
距离衰减定律。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
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
用。而政治稳定性、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保障和技术创新水平这4个因素仅在进口
国（地区）这一侧通过显著性检验，经济规模仅在出口国（地区）这一侧通过显著性检
验，技术差距是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动力机制之一。
6.2 讨论

（1）虽然从整体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来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且逐渐
稳居网络的核心圈层，但从具体产品类别上看，中国在航空航天产品、科学仪器产品、
非电子机械产品和武器产品上的竞争力仍然不够，容易受到他国在这些产品的贸易政策
影响，如中国虽然是全球科学仪器产品出口最大国，但进口最大比较依赖产品也是科学
仪器产品，2017年中国进口的科学仪器产品占到全球份额的23.42%；中国虽然是全球电
子通讯产品出口最大国，但在控制面板、压电晶体、集成电路、微波管和显像管等产品
上依然缺乏核心竞争力。因而，对于中国科技发展以及高科技贸易来讲，提升自身科技
创新实力、尤其是卡脖子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依然是第一要求。

（2）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增加，但中
国出口至中国香港的高科技产品份额占到“一带一路”沿线的43.93% （2017年），出口
至韩国和印度的份额也分别达到9.18%和5.62%（2017年），广大西亚、中亚、东非、北
非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依然未能分享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福利，因而对
于“一带一路”建设而言，中国应遵循“技术差距论”，加大向这些地区的出口力度，从
而提升这些国家（地区）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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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中美高科技产品贸易而言，中国作为美国高科技产品最大来源国的地位在逐
渐上升，美国作为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最大市场地的地位在下降。同样，美国在中国高
科技产品供应链上的地位也在下降，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口愈发的集中于东亚的中国香
港、韩国和日本。由此表明，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口供给和出口销售在逐渐降低对美国
的依赖，但美国高科技产品进口愈发依赖中国。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
国以及全球的高科技产品贸易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中国，首要前提是提升自身
的科技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在高科技贸易上继续寻求出口替代市场和进口替代来源
地，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4）虽然本文关于高科技产品贸易的数据库未包含转口贸易，但不能忽视转口贸易
在全球高科技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尤其是像中国香港这些从事转口贸易的地区，以及像
中国这些受他国贸易政策影响较大的国家，转口贸易是其参与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的一
大途径。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10年全球高科技产品复出口额为 2722.19亿美
元，其中，中国香港高科技产品复出口额达到1848.22亿美元，由此可见，全球高科技产
品超过一半的转口贸易通过中国香港完成。而在中国香港的高科技产品复出口对象地区
中，中国大陆是其转口贸易的第一大复出口地区。2010年中国香港复出口至中国大陆的
高科技产品额为 1196.16 亿美元，而当年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品进口额为 4088.31 亿美
元，这意味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口中近 30%的要通过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实现。另
外，中国是全球高科技产品复进口额最大的国家，2010年为726.61亿美元，占到全球的
91%。这突出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贸易在进口方面受到他国的出口
管制影响最大，出口方面也受他国贸易政策影响最大。

（5）虽然本文通过辨析贸易类别阐释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的变迁格局以及中
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特征，但依然无法真实定位中国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位置，原因
有以下几点：① 基于产品建构的全球高科技贸易体系实则为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的高科
技贸易体系，而非价值链视域下的高科技贸易体系，而在高科技产品研发网络这一价值
链的“上游”，中国的地位相较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显较低，这一点可在全
球知识产权贸易中求得证据[3]；② 科技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仅通过产品贸易来识别全球
科技格局，具有片面性。产品贸易体现的是市场化行为，高科技产品贸易仅是国际分工
体系下的“可见技术”的交易行为，而诸多体现硬实力的“不可见技术”并未通过产品
化的市场交易行为来体现；③ 全球科技格局及其变迁是系统的、复杂的，其涉及科学、
技术、工业、政治、制度、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及其变迁仅是
其诸多显性“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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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evolution of global high-tech trade system:
Products, network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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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8, with the major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Sino- US relations, which take trade friction a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s the essenc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tens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haracterizes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high-tech products trade structure from three aspects
of product structure, network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aws some conclusions.
First of all, in terms of product structure, global high-tech trade is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o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products based on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However, on the
national scale, chemical products and armament products are not only the dependence products
of most countries (regions) on imports, but also the superior export products of most countries
(regions). Second, in terms of topology, the global high-tech product trade network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is closely linked. It is a typical small-world network and develops a stable "core-
edg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ird, in terms of spatial structure, the global trade pattern of high-
tech products has changed from Europe-North America dominated to East Asia dominated, and
also the largest trade country has chang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the "double arch" structu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core
to the "multi-arch" pattern with China as the core, but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trade network of various high- tech products. Fourth,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rade scale, economic proximity and cultural proximit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high- tech products trade network, while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s an
obvious negative effect. The four factor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openness,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ly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on the importing country (region),
while the economic scale only passes the significance test on the exporting country (region).
The technological gap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high- tech
product trade network.
Keywords: high- tech trade; product structure; topological structure; spatial structure;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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